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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发达的高温冶铜与古铜
器的湮灭

Advanced High Temperature Copper Metallurgy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Ancient Copper Wares

供稿|毛卫民1,2，李一鸣2，王开平1 / MAO Weimin1,2, LI Yiming2, WANG Kaiping1

导

读

内

容

自公元前五千纪以来，中国在人工冶铜所需的加热技术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的高温优势，并基于

高温人工冶铜技术，以熔化成液态的方式高效率地生产优质金属铜或铜合金，然后再铸造成各种铜

器或铜锭使用。在铜器时代结束前，足够高的冶铜温度使得早期中国各地在铸造铜器时，不仅经常

地重熔人工冶铜生产出来的半成品铜锭，而且还注重回收并重熔失效废弃的铜器、已成型的废品或

低质量铜器、前期铸造产生的浇口和飞边等废料以及其他制造和使用铜器过程产生的边角料；甚至

长期存在并不去冶炼新铜，只从事回收和重熔加工废旧铜器的铸造作坊。同时，还曾保有系统性地

重熔敌对方被缴获的铜兵器行为。因此，高温技术优势和随之而来废旧铜器的系统性重熔加工，导

致了大量早期铜器，尤其是铜工具的湮灭，以致在如今的冶金史研究中难以更多地仅注重或依靠发

掘考古文物来再现和评判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状态。

  

引言

19 世纪到 20 世纪期间，欧洲人对西亚进行了大

规模的考古挖掘[1]，逐渐认清了西亚苏美尔文明和北

非古埃及文明的面貌[2]，并意识到西亚地区率先发明

人工冶铜技术以及向古希腊、古罗马地区的传播对

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3]。西方社会

早期的文献认为[4]，中国的人工冶铜技术出现于公元

前二千纪的晚期，即接近公元前 1500 年的商代早

期，而且认为是由西亚传播过去的技术；这种认知

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5]。产生出这种认知的原因

不仅在于欧洲人对西亚地区早期人工冶铜技术的叹

服，而且也在于尚不了解中国对古代铜器考古所发

掘出的大量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了考古发掘到的众

多公元前三千纪 (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 以及

公元前 3000 年之前的一些铜器[6]。同时，在中国也

发现了一些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的人工冶铜遗址[7−8]；

甚至在河西走廊还发现了约公元前 3000 年的铜矿

渣 (图 1)。

然而，公元前 2000 年之前中国铜器的考古发现

虽然遍及全国各地及周边地区，但整体上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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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充足 [6]；以至诸如在陕西发现的约公元前

4700 年早期的黄铜和白铜制品等一些考古发掘[9−10]

时常会遭到各种质疑，乃至公元前 2000 年之前中国

是否曾存在过本土的人工冶铜技术仍需要作进一步

的论证。如果公元前 2000 年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人工

冶铜技术，应另有原因导致了迄今的考古挖掘只能

发现较少的古代铜器。 

中国的传统高温技术与公元前 2000 年

之前铜器的熔铸

分析显示，远古历史上的中国具备了发展人工

冶铜技术的充分条件和机会[11]。而且在高温加热方

面保有的技术优势[12]，使得中国所实施的早期人工

冶铜技术就已经包括了高效、优质的高温人工冶

铜，即可以把冶炼出来的金属铜加热成液态并铸造

成型。

在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的西台遗址中出土了

两组铸造青铜器完整的模具陶合范，是约公元前

4500 至前 4000 年红山文化中期用于铸造小青铜器的

模具 [13]。第一组单扇的外形为长 5 cm、宽 3.5 cm、

厚 2 cm 的长方体，上面留有浇口，另一组为每扇长

2.5 cm、宽 2.1 cm，也留有浇口。另外遗址周边还出

土了 6 件单扇的陶范，均为残件。在山西榆次源涡

镇发现了约公元前 3000 年仰韶文化晚期的铜炼渣，

在山东诸城呈子发现了约公元前 3000 年的铜渣和炼

铜原料[14]。另外，在山东日照市天台山下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约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2000 年

期间的青铜冶炼遗迹[14−15]。可见，基于足够好的高

温技术，公元前 3000 年或更早的时期中国多地已经

出现了高温人工冶铜并用熔化的铜液铸造铜器的

现象。

约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是中国的五帝时

代，人工冶铜以及用熔化的铜液铸造铜器的现象逐

渐普及。约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内蒙古赤峰药王庙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铜渣 [14]。公元前

2600 年至前 2100 年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的铜器也显

示，当时出现了高温人工冶铜技术和铸造铜器 [16]。

对石家河文化中期的铜器分析表明[17]，当时很少丢

弃损坏的铜器，其中大部分被重熔、重制，这显然

意味着当时的高温技术可以比较容易地熔化已成型

的铜器。如今经考古发掘并偶然发现的铜器件数远

不能代表曾经实际使用过的铜器数量，因为当时许

多铜器因重熔而消失了。约公元前 2600 年至前

2500 年的湖北屈家岭遗址地层出土了一件斧形铜

锭，该铜锭是准备与其它被废弃的铜器混合，用于

后续铸造成新铜器过程中的半成品；因此当地损坏

的铜器被重熔、重制的比例非常高，很少被丢弃或

埋藏[17]。约公元前 2000 年或更早，陕西神木石峁遗

址周边已存在铸铜生产，当时的铜料还比较珍贵，

金属锭块、浇口和飞边等铸造废料、铸造废品，甚

至锉磨产生的金属颗粒均会被回收重熔[18]。早期制

作的铜器主要是小型工具或装饰品，废弃后很容易

被送去重熔并重新制成新铜器，导致今天丧失了大

量经考古发掘而获得早期铜器文物的机会[17]。 

夏、商、周时期铜器的重熔处理

公元前 2000 年之后的夏、商、周时期，中国逐

渐进入了铜器时代的顶峰时期，高温加热能力不断

提高，到了商代出现了超过 1200 ℃ 才能烧制出的原

始瓷器[19]；重熔残缺、废弃、失效的铜器及铜器的

边角料日益成了普遍的行为。在陕西夏代朱开沟遗

址中发现的一些铜容器残片可能就是待重熔回收的

原料 [20]。湖南湘江流域因重熔了中原地区的铜器，

才制成了与中原铜器化学成分相近，但具有本地晚

商外形风格的铜器[21]。

进入西周时期后，人工冶铜过程通常会先把铜

矿石熔炼成铜锭 (图 2(a))，再经熔化、铸造加工制作

 

图 1　河西走廊火石梁遗址地区约公元前 3000 年的铜矿渣 (酒泉

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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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铜器；且铸铜作坊不断将锡青铜残片进行重熔利

用。河南荥阳官庄遗址的铸铜作坊就以重熔的方式

利用以往的各种金属资源，该地出土的一些碎铜片

可能就是待重熔的金属原料[22]。陕西岐山县西周孔

头沟遗址的铸铜作坊与同期周原李家和洛阳北窑两

处铸铜作坊的产品大体相同，但孔头沟遗址铸铜作

坊在实施金属熔炼、铸造活动时，并不以铜矿石为

原料实施常规的冶铜活动，而是专门以纯铜、粗铜

和废旧铜器为原料从事铸造青铜器，且该作坊的运

作从西周中期持续到西周晚期[23]。对河南省洛阳市

北窑村西周时期相似铸铜作坊遗址的研究显示 [24]，

当时铸铜作坊使用牛皮橐向铸造熔炉内鼓风，使得

熔炉温度达到 1250 ℃，远高于铜器的熔点[24]。

东周春秋时期，优良的高温技术普及各地，人

工冶铜过程基本都是先把铜矿石熔炼成铜锭 (图 2(b))，
再经重熔后铸造成各种铜器。对湖北钟祥黄土坡墓

地所出土春秋青铜器的分析显示，各种金属资源逐

渐变得越来越丰富，并不总是需要借助重熔的方式

保持铜器的产量[25]。分析陕西春秋初期韩城梁带村

墓地出土铜器的制作过程可以看出，如果铜器质量

过于粗劣，就会重熔再铸，且因质量不达标而回炉

重铸的铜器不在少数，以至当时青铜器的质量普遍

较高[26]。而对陕北东周时期铜器及冶铸遗物的分析

则反映出当地重熔旧铜器也是常见的现象[27]，上海

地区广富林遗址的研究也显示出，春秋时期存在将

一些青铜器重熔后再铸造出其他器物的情况[28]，东

周晚期山西长治在部分铜器的生产过程中同样会回

收并重铸早期的铜器[29]。

春秋初期，不仅铜器旧了可以重铸，而且不用

了也可以改铸别的铜器；且铜器被视为国家的重

器，在打了胜仗后，往往把俘获的兵器改铸为别的

铜器[30]。一些公元前 771 年至前 256 年东周时期青

铜器上的铭文显示：为了铸造新的礼器，需在战斗

后熔化铜武器[31]。在湖南南部衡阳、郴州、永州等

地战国时期的铜器中，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器往

往采用精炼程度较高的新炼材质来重熔和配比合

金，而低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器则可能仍使用了废

铜或其他成品重熔，因而很难精准控制合金比例，

导致成分波动范围很大[32]。

分析认为[33]，在夏、商、西周各时期都发现有

各种铸铜遗迹，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代铸铜遗

址，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处的商

代铸铜遗址；西周时期陕西长安马王村和张家坡、

岐山周公庙、扶风李家村等处也有铸铜遗址。另

外，在湖北盘龙城商城的夏商时期遗址，在山西运

城东下冯商城、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的郑州小双

桥和南阳十里庙、陕西的西安老牛坡、蓝田县怀珍

坊等众多商代遗址，以及在陕西岐山劝读、山西天

马–曲村、陕西宝鸡周原齐家北齐镇等西周时期遗址

都发现有早期铸造铜器的遗迹。观察商周时期铸铜

遗存的出土地点，既分布于都城附近的遗址，也发

现于非都城遗址；因此商周时期铸铜业和铜器的使

用应非常普及，同时流行于贵族阶层和普通民众[33]。 

铜器时代结束前中国大量远古铜器的湮灭

实际上，早至西周时期在铜器的铭文上就已经

描述了回收重铸武器、容器等相关事件[34]。司马迁

的《史记》中也记载了秦始皇回收天下兵器而铸十

二巨型铜人的事件；这种大规模、普遍的回收与重

熔，导致商代铜器的化学成分会影响到周代的铜

器，中原地区铜器的化学成分也会影响到北方草原

地区的铜器[34]。

先进的高温技术促进了中国早期极为繁荣的铜

器时代[35]，从冶金考古的角度观察，中国早期在高

温技术方面的传统优势也会产生负面效应。中国出

现人工冶铜技术的前期，社会上流通的铜器总量并

 

(a) (b)

图 2　人工冶铜制作的周代铜锭：(a) 公元前 1046—前 771 年；(b) 公元前 770—前 476 年 (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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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十分充沛；因而人们通常并不会随便丢弃经使用

而失效的铜器。优良的高温技术及在各地的普及使

得人们很容易把损坏、废弃的旧铜器收集起来重新

熔化，然后再制成新的铜器使用。由此导致各地的

考古遗址中所发掘到的石质器具与铜器的总体比例

并不能确切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产中二者使用的真

实比例[36]；因为石质器具损坏后只能被丢弃，而青

铜工具若在使用中磨损、破废，就可以熔化改铸为

新工具，且可再磨损、破废而再改铸，以致大量湮

灭掉了曾经出现的铜器，大幅度减少了可供考古发

掘的铜器遗骸。

中国的铜器时代在高温技术[12] 和铜矿资源[11] 方

面的优势，导致先秦时期有能力大量制造各种非实

用的豪华礼器，其特征往往表现为超大的尺寸、体

积和重量；如约公元前 1200 年河南单件超过 800 kg
的后母戊鼎和湖南高 58.3 cm 的四羊方尊[37]，以及约

公元前 430 年湖北总质量为 2567 kg 的曾侯乙青铜编

钟等厚重而精美的铜器[38]。先进而发达的铜器制作

技术造就了繁荣的铜器时代[39] 和强大的社会经济能

力，以致上层贵族获得了不断追求大量制作和使用

各种非实用青铜礼器的闲暇，且去世后又作为随葬

品进入了墓葬，因而得以保留至今。另一方面鉴于

职业的关系，上层的军事首领以及贵族也会大量保

有自己喜爱的青铜兵器，并在去世后把各种兵器作

为随葬品带入墓葬。然而，当时的社会以及作为劳

动阶层的普通民众虽然会大量使用青铜工具，但并

不会推崇和珍藏青铜工具，因为工具无法展示出值

得炫耀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尤其是普通民众不能承

受过高的丧葬花费，通常也不会把劳动工具带入墓

葬。尚且良好的铜工具会被继续使用，而那些失

效、废弃的铜工具则不可避免地被大量重熔而制成

了新的铜器。有鉴于此，今天考古发掘能够获得的

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虽然考古挖掘也发现了大

量先秦时期的铜工具[40]，包括公元前 2000 年及之前

的铜工具[9]。但是，如果用铜工具最终留存至今的数

量与已发掘出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比较，则相应的比

例关系已经远远偏离了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以致一

些人会误认为，先秦时期的社会并未大量制作出对

于维持社会经济水平至关重要的铜工具，殊不知因

重熔加工使失去使用价值的铜工具即时地被大量湮

灭掉。

与传统石器相比，铜器具有较长的服役周期和

使用寿命[41]。随着人工冶铜技术的进步，商周时期

新铜器的制成速度必然高于失效旧铜器的废弃速

度。诸如持续运转到西周晚期的陕西岐山县孔头沟

青铜器作坊，曾长期专门以废旧铜器为原料从事铸

造生产[23]；为维持生产运转，这类作坊不仅需要回

收即时废弃的铜器，而且还必然主动搜寻和回收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废旧铜器，尤其是那些并不受到人

们重视的废旧铜工具。由此导致了今天可借助考古

发掘而获得的铜器，尤其是铜工具的大量缺失。

综上所述，中国长期的高温熔炼和重熔技术的

实施，以及各地不从事以铜矿石冶炼为主的专业铸

铜作坊的长期存在，在铜器时代结束前大量地毁灭

掉了早期已生产出并被废弃的铜器，极大地减少了

中国早期社会曾经出现过且今天考古发掘能够找到

的铜器数量，并掩盖住中国早期人工冶铜发展状态

的真面目。由此可见，不能期待仅依靠已发现的考

古铜器，或早期铜器文物的数量就能正确地评价中

国早期的铜器时代。发现了古代铜器说明该铜器及

相应人工冶铜技术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没发现足

够多应该存在过的铜器，并不能完全否认其曾经存

在过的历史；因此，在根据考古发掘获得的铜器对

中国铜器时代的早期做出某种判断时需要采取更为

慎重的态度。 

结束语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各地陶窑的加热温度普遍

超过 1000 ℃，商代的加热温度则提高到可以烧制原

始瓷器的 1200 ℃ 以上的高温，到了西周时期在改进

了鼓风技术后通常人工冶铜熔炉的温度可稳定地维

持在 1200~1250 ℃ 范围。这些加热技术所达到的温

度均远高于各种铜器的熔点，由此中国各地出现了

许多不使用常规铜矿石冶铜生产，而长期以回收纯

铜、粗铜和废旧铜器为原料，以重熔铸造方式制作

新铜器及青铜器的作坊，进而在铜器时代结束前大

量地湮灭掉了更早期的废旧铜器，尤其是大量湮灭

掉了那些难以进入墓葬而当时尚存的铜工具，以致

如今发掘到的铜器考古文物，难以直接反映出中国

铜器时代早期真实的铜器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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